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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商立国”思想形成于 19 世纪末，是由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案。其主

要内容是以商业为中心，发展经济。该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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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随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逐步

解体，一些新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冲破传统思想的樊

篱，影响着中国社会。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涌现了

振兴商务，“以商立国”，跟外国进行商战的思潮。“以

商立国”思想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外国资本主

义侵略的认识的发展结果，也是对到郑观应为止的

中国有识之士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总

结。该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以

商立国”思想，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走

向和与时变化的脉络，进而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

识。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以商立国”思想还没

有系统的论述。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以商立国”思
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及评价等方面，进行初步的考察

与分析。

一、“以商立国”思想的成因探析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

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

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5

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

急剧变化，给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撼，

激起了他们深入的思考，使他们从“天朝大国”的幻

梦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道

路，提出了种种救亡图存的方案，这些方案随着时势

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深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与落后，造成了中国与外

国文化的隔绝，使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了解甚少，认识

模糊。由于鸦片战争外在表现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

量，使得从来是朦胧的“泰西”，首先给中国人的印

象，就是泰西的坚船与利炮。中国与西方军事技术之

间巨大的落差，使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在一

些有识之士的头脑中开始动摇。但由于当时同西方

国家的正面接触才刚刚开始，对西方的情况了解不

多，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只从“器”的方面观察到了西

方的长处，认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2]199。为了能够

“制敌”，林则徐主张中国自己“制炮造船”，且要“制

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199。他为此组织编译了

《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探求西方的新知识。
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出了《海国

图志》，并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与林则徐一样，他也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战胜中

国的主要原因，因而师夷之处主要为西方的军事技

术。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魏源不仅与林则徐一样

重视坚船利炮，而且同时强调了重视发展民族工商

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英法等国在军事上之

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提倡注重发展工商业，“佐行

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3]77-78 这体现了魏源普遍

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应该被看成是近代中

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以商立国”论的滥觞。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

表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思想指导，兴办了一些近代军事与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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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其中曾国藩在早期洋务运动中，就形成了“至

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

为国”[4]72 的认识。张之洞也多次指出：“今日中国救贫

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5]15743 他们的这些观点，

反映出了洋务官僚重商的思想。但由于其指导思想

的偏差与自身存在的矛盾，使其“商政”未能充分发

挥功效。但他们的思想丰富了“以商立国”的内涵。
随着外国商品的不断涌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

城乡手工业，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中

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逆差，引起“漏巵无

极，以万以亿”[6]668 的白银外流，对中国的社会经济、
货币流通和清政府的财政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严峻的形势，迫使一些先进之士更加深入地研究西

方富强之道与中国贫弱之因。
19 世纪 70 年代后，中国已产生了民族资本和以

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胡礼垣等为代

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的方式还是向中国大

量倾销商品，通过“通商”对中国大量销售商品和攫

取原材料，并以此来掠夺中国的财富。他们深切感受

到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受列强压抑造成的严重恶果，

认识到了学习西方不在于船坚炮利等器物方面，而

在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工商业，并建

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而，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要求广泛学习西方，改革经济、文化、军事以至政治，

以促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

与社会危机。他们的思想偏重于流通领域来致富，并

从贸易方面抵制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在经济方面，

首先提出振兴商务、“以商立国”的主张。
“以商立国”的正式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先

源于西方经济知识的传播者王韬。他认为，在清王朝

的统治下，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价值

观念的影响，从上到下形成了“崇本抑末”的思想观

念。“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

末富”[7]45（卷二，《兴利》）的传统思想，极大地妨碍了

中国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长

期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的技术落后的状态上。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旅英之后提出了“商富即国富”[7]299（卷

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须“恃商为国本”[7]300（同

上）的观念，认为西方国家之富强，就是靠的发展商

业。薛福成认为：“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

之本”[8]1112（卷一，《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官保护华

民疏》）而且，他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因

为“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8]1254（卷三，《英

吉利用商务闢荒地说》），并说：“是握四民之纲者，商

也。”[8]1254（同上）可见，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商业发展

可以大大带动工业、农业的发展，也能推动文化技艺

的发展。马建忠于 1890 年写的《富民说》，在讨论国

家富强的论题时，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

致富为先。”[9]11（《富民说》）改良思想家何启、胡礼垣

也认为：“夫利济天下，惠及群生者商也”[10]384（卷五，

《新政论议》（中））,“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

有百万之劲卒”[10]460（卷六，《新政论议》（下））。如上所

述，王韬、马建忠、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都从不同

角度阐述了重商、振兴商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真

正的集大成者是郑观应。他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

等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提出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以商立国”、进行商战

的主张。这对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具代表性。

二、“以商立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商立国”思想的核心为振兴商务，它是中国

近代经济思想史中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其实质是要

求发展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资本

主义的经济侵略，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驱逐外国侵

略者的目标，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倡以商为本

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归纳为军事侵略

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并把这两种方式进行区分和

比较，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加严重，更加危

险。因为他认为经济侵略是西方列强征服并奴役殖

民的最根本的手段。他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

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

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

之先导。”[11]614（《盛世危言·商务三》）并认为军事侵略

归根到底是围绕着经济侵略进行的，西方列强以军

事侵略为手段，以此来实现其经济侵略的目的，保卫

其经济利益，即“以商富国，以兵卫商”。[11]595（《盛世危

言·商战下》）而且，经济侵略相对于军事侵略而言，

会给被侵略者带来更大的危险。
郑观应把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上的侵略、中国

的反侵略都叫作“兵战”，而把西方经济方面的侵略

与中国的反侵略称为“商战”。指出：“兵之并吞祸人

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11]586（《盛世危言·商战

上》） 主张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这两种侵略方

式，采取“兵战”来抵御列强的军事侵略，用“商战”来
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并且把商战置于首要地位，强

调“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1]586（同上）并指出：“练兵

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
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11]595（《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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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战下》）
要进行“商战”就必须“以商立国”，要“以商立

国”就必须振兴商业。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振兴商

务、“以商立国”，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增强

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进行“商战”的基础与备战的

储蓄,而且他们把振兴商业看作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

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做到“人尽其材”、“地尽其力”和
“物畅其流”。陈炽认为：“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

之券也。”[12]366 郑观应针对“以农立国”的说法，明确提

出了要以振兴商业为中心，要“以商立国”。认为：“商

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1]604（《盛

世危言·商务一》）；“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

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

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11]607（《盛世危

言·商务二》）这种以商业发展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大力发展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

思想，就是“以商立国”的核心。郑观应强调振兴商

务，实施“以商立国”，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把发

展国内商业生产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

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并把此作为事关被侵略国家生

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意义。
（二）重视发展廉价高效的机器生产，以增强本

国商品的竞争力

早期改良派认为要实现“以商立国”，取得“商

战”的胜利，就必须建立与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的机

器生产。薛福成根据自己在欧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工业生产的观察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

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8]1332（卷

三，《振百工说》）并强调大机器生产的作用，提出机

器殖财养民说，要求发展大机器工业。郑观应则观察

到相对于泰西而言，中国却“苦于无机器，以致窳劣

不精，难于销售。由是而论，通商之利宜其独让西人

也”[11]718（《盛世危言·纺织》）。这势必造成“徒弃己利

以资彼用而已”[11]588（《盛世危言·商战上》）的局面，变

成外国列强掠夺的对象而已。所以，他指出：只有生

产出同洋货相竞争的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做到中

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皆可运

售，这样才能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郑观应还提出了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机器制造

业。他强调：“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

以机器为先。”[11]626（《盛世危言·商务五》）认为要使

“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应该“设专厂制造机器”[11]627

（同上）。这样，就能使“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

物亦自能制造”[11]627（同上），商品生产亦工省而价廉，

这比薛福成只主张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则要前进

了许多。可见郑观应已认识到中国仅仅只靠购买机

器来发展商务的做法，仍无法使独立的民族资本主

义工商业得到发展，摆脱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从

而他主张自己制造各种机器，以促进本国民族资本

主义的发展。他的这种主张有利于增强与洋货的竞

争能力，使利权不致外漏，进而决胜于“商战”。在有

了先进机器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人才来操作，因

而，薛福成认为要改变旧有的教育科举制度，鼓励人

们学习科学，精研工艺。
为了发展本民族的装备工业和进行机器生产急

需人才，郑观应进一步指出：“广设学堂，各专一艺，

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

励”[11]595-596（《盛世危言·商战下》），重视培养各种专业

技术人才。
（三）实行励商之法

在 19 世纪 70-80 时代，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自

主的地位，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西方列强

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协定关税、领
事裁判权等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并

保证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取胜，他们主张政

府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励商之法”，革除

“困商之政”。
为了减少对外贸易出现的逆差和增加顺差，马

建忠主张实行贸易保护的政策，学习西方“重征进口

货而轻征出口货”[9]17。在加强商战的实力方面，薛福

成要求清政府实行恤商、励商的政策，指出：西洋“平

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盖其绸繆商政，所以

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8]1287（卷三，《西洋诸国

为民理财说》） 并且强调在国内发展近代机器工业，

振兴商务，实行奖励“振百工”的政策，认为：“泰西百

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

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厉之之故也……中国

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8]1334

（卷三，《振百工说》）
由于清廷对民办近代工商业进行压制，阻碍了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抨击清

政府对商民“时且遏抑剥损之”，致使“上下交失其

利”[13]284（《带上苏抚李宫保书》）。郑观应指出：“但有

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

得哉？”[11]609（《盛世危言·商务二》）提出了保商之法，

即清政府给商业上以行政上的扶植，以使中小企业

不至于被外商兼并而破产。最初，他们对洋务派官僚

还抱有极大的幻想，曾把官督商办描绘成最合理的

企业形式。随官督商办这一企业形式弊端的日益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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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他们对洋务派越来越不满，针对洋务派官僚在官

督商办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
和贪污中饱私囊等诸多弊端，进行强烈谴责，认为洋

务派“袒媚洋商而摧折华商”[14]83（《创立商部说》）且多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

人，为丛驱爵成怨府”[15]1370（《商务叹.罗浮偫鹤山人诗

草》）为此，郑观应提出了办新式企业应以“全以商贾

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11]612（《盛世危言·商务

二》）为原则，呼吁在全国推行“励商之法”。
（四）设商部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通过提高资产阶级的

政治地位，从保障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使民族

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大力提倡设

立商部。陈炽认识到：“泰西各国皆设商部，另有商

律，专主护商。”[14]84 他建议清政府设商部，定商律。并

强调；“商之于国也，国之于商也，固已共戚同休，迥

非昔比矣。不立商部，何以保商？不定商律，何以护

商？”[14]84 郑观应也提倡：仿造西例办法，“必于六部之

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11]616（《盛世

危言·商务三》），并在各省设立商务总局与分局，再

分别由熟悉商务和公举的商人代表来主持其事，“一

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11]606（《盛世危言·商

务一》），郑观应认为通过设立商部可以使“胥吏无阻

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11]606

（同上）这样便能提高和发挥商人对于“商战”的积极

性，实现“以商立国”。这一提议初步带有资产阶级性

质的政治改革要求，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

阶级滋长的民权思想。

三、结语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走向近代

化。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

方，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

制夷”、求强求富的主张与实践并没有消除当时严重

的民族危机。随着外来商品的不断输入，经济侵略的

不断加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危机，造成

了本国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以

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商握四民

之纲领”的认识出发，吸取西方国家发展工商业的经

验，提出振兴商业、“以商立国”，发展本国商品经济

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他们针对清政府压制

民族工商业的“病商”、“困商”之政，提出了“保商”、
“励商”以及提高“商民”政治地位，在国内创造一个

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环境的要求。并

对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经济命脉，阻碍中国工商业

发展的诸多行径进行抨击，提出“修约”主张，要求废

除西方列强在华获取的一系列特权，进行平等的“商

战”。反映了当时中国新生民族资本发展的要求。他

们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有利于

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反帝反封的斗争，因而在当

时具有进步意义。并且这一方案对中国近代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启了中国近代

实业救国的先河。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这些宣传

呼吁，促使改革中国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种

思潮。这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

准备。
但由于“以商立国”的主张本身存在着相当的缺

陷，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使得他们对商品经济

发展的社会政治前提认识还不够，只注重经济发展

的形式。他们提出的改革主张更多的是针对一些具

体的问题，而忽略了体制的变革，故未取得较大的成

效。而且他们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

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夹缝中也缺乏实施的

环境和条件，使之不能有效地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

进行“商战”，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以商立国”思想的实践表明：不彻底推翻腐朽

的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不具备民族独

立和经济自主的基础上，企图以改良的方式使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进而走向富强

之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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